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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两阶段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研究

———兼论政府治理的调节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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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在数字经济时代,企业如何通过数字化转型和技术创新的深度融合实现跨越式发展,已成为推动

新质生产力形成、促进经济高质量增长的关键动力。 基于 2011-2022 年我国 30 个省份数据,通过测算企业数

字化转型指数和基于创新价值链视角的两阶段技术创新效率,实证检验企业数字化转型对技术创新的影响。
在理论阐释其影响效应和作用机理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数字化转型对技术创新效率的多维度影响,研究表

明:(1)数字化转型显著提升了技术创新效率,尤其在成果市场转化阶段;(2)数字化转型在不同阶段对技术创

新效率的影响呈现不同趋势,基础研发阶段呈现“N 型”关系,而成果转化阶段呈现“倒 U 型”关系;(3)考虑到

技术创新的外部性问题,从资本要素、公共产品和规则意识三个维度深入剖析政府在数字化转型和技术创新不

同阶段中可采取的治理方式和手段。 本研究为提高数字化转型对技术创新效率的促进作用提供了理论和实践

参考,并为解决企业技术创新外部性问题提供了相适配的“政策组合拳”的经验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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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基于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大国竞争加剧以及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背景,习近平总书记

指出:“要整合科技创新资源,引领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在理论层

面,新质生产力是经济发展的新起点与新动能,是摆脱了传统增长路径、契合高质量发展要求的生产力,
也是在数字时代更具融合性且更能体现新内涵的生产力;在实践层面,新质生产力与传统生产力最突出

的特点在于其是以科技创新为核心,并衍生出了包括数字化、绿色化、融合性、协调性在内的诸多特

征[1] 。 在此背景下,作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微观主体,企业如何通过数字化转型和技术创新的深度融合

实现跨越式发展,成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关键问题。
近年来,数字技术的无边界性、互联性等特征改变了垂直行业的“孤岛”效应,超越了企业传统创新

理论的研究边界[2] ,在一定程度实现了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的有效融合。 数字化转型能够创新产业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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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模式,孕育产业创新生态,通过创新链条和创新生态系统为新质生产力的持续涌现提供保障。 而实现

生产力的现代化、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加快新质生产力的涌现,需要依靠技术创新。 现有文献已经关注

到数字化转型可帮助企业有效整合数据、知识和技术,带来前所未有的创新价值点[3] 。 但现有研究主要

聚焦于数字化转型对专利数量等技术创新产出的整体作用,而鲜有学者着眼于技术创新效率,关注数字

化转型在研发前端和后端的差异化影响,且对两阶段过程中非期望产出的探讨相对缺乏。 基于创新价

值链理论,在技术创新的不同阶段,对创新资源的需求、吸收能力等方面均有所不同;而且通过对创新过

程进行两阶段划分,我们可以更有效地区分创新效率不足的原因:是由于知识生产能力不足,还是市场

转化能力有限[4-5] 。 那么,基于创新价值链,当前蓬勃发展的数字化进程在技术创新的不同阶段所起的

作用是否有所不同? 其影响是否存在长期动态效应? 特别是在绿色可持续发展的背景下,考虑了环保

治理投入和环境综合指数等期望产出指标以后,关于数字化转型对两阶段技术创新效率的差异化影响,
现有研究尚未做出明确的解释。

从技术创新的投入产出看,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背景下,我国近年来的创新投入产出指标位

居世界前列:2022 年中国研究与实验发展(R&D)经费达 3. 08 万亿元,居世界第二位;同时中国 PCT 国

际专利申请已连续三年位居世界首位。 但整体来看,中国创新投入产出效率仍相对低下,表现为基础研

发薄弱,“卡脖子”关键技术难以攻克,科研成果市场转化效率低下等[4,6] 。 对此,部分研究发现,科技创

新的系统性要求使得面向某几个方面的投入通常很难改变创新资源投入冗余和创新效率低下的现

状[2] ,但现有文献通常将创新过程视为一个整体处理,对创新过程的内在运行机理和多阶段衔接问题的

深入探讨则相对较少[5] 。 这也与过去企业在研发过程中,习惯于单打独斗的创新发展模式有关。 而在

技术创新的系统性要求日益增长的背景下,只有提高各技术创新主体间的信息共享、沟通效率以及能力

互补、创新合作的力度,才能切实地推进关键技术的突破发展[7] ,有效发挥新质生产力的基础性和关键

性作用。
因此,技术创新是一项富有高度外部性特征的活动,特别是考虑了环保治理投入的技术创新活动,

仅靠企业内生动力或纯粹市场力量并不足以支撑技术创新的规模化推进,还要依赖于外部环境营造丰

沃的创新土壤。 根据资源基础理论,政府资源的投入和引导能进一步帮助企业更高效地运用数字技术,
实现整体协同进化,推动技术创新。 遗憾的是,在政府对技术创新的作用方面,多为环境规制等政策方

面的研究,对政府通过创新补贴等财政手段间接支持技术创新资本要素供给,以及技术创新服务作用等

的关注相对较少。 因此,如何更好地发挥政府多元治理的调节效应来驱动数字化转型对技术创新的积

极作用,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基于以上分析,本研究的边际贡献在于:首先,从两阶段价值链视角出发,将技术创新过程划分为基

础研发和成果市场转化两个阶段,通过改进的包含环保投入产出指标的 DEA-SBM 模型,分别测算了

2011—2022 年的两阶段技术创新效率,弥补前人利用传统评价体系而忽视环境因素的不足,为技术创

新与可持续发展的协同提供新的研究视角。 其次,在理论阐释其影响效应和作用机理的基础上,通过

GPSM 方法进一步探讨数字化转型对技术创新效率的多维度影响。 既有研究已经认识到数字化转型对

技术创新的重要性,但往往缺乏对数字化转型影响的动态分析,导致我们对数字化转型在不同时间点和

不同阶段对技术创新效率影响的理解不够深入。 通过 GPSM 方法的应用,补充现有研究在动态影响分

析方面的不足,提供更为全面和深入的多维度影响分析,为制定更有效的政策建议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

和实证依据。 最后,本文的机制分析拓展了微观经济主体技术创新的研究框架,既有研究主要考察了数

字化转型通过缓解融资约束、提高信息整合能力等机制增强企业技术创新能力,而如何从政府角度更好

助力数字化转型有效释放数字红利,成为近年来社会各界广泛讨论的议题。 本研究从资本要素、公共产

品和规则意识三个维度,将政府多元治理纳入微观经济主体技术创新研究框架内,以期为解决企业技术

创新外部性问题提供相适配的“政策组合拳”的经验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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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传统的技术创新是以创造新技术为目的,重点在于提高企业的技术竞争力,是实现经济增长提速、产
业结构转型升级、全球价值链攀升等经济效益的核心驱动力。 基于创新价值链视角的两阶段技术创新是

一个包含多阶段的复杂系统,它则强调在创新过程中不仅要关注技术的创造,更要关注技术的传播和应

用。 这种创新模式的技术风险大、技术变革程度深,具有周期长、不确定性高、技术不连续性等显著特征。
企业数字化转型作为数字经济时代经济高质量发展下的微观缩影表现,将数字技术与企业结构和业务流

程等全方位要素进行深度融合,通过知识溢出突破传统要素的边界约束,优化信息处理和资源配置效率、
构建全新的组织生态,能够积累到更大的创新潜能。 在此背景下,政府的治理作用至关重要,其通过资本

要素的创新补贴、公共产品的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以及规则意识中的知识产权保护等多维度手段,不仅能够

优化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路径,还能有效提升技术创新的效率和质量。 通过多个维度的有机结合,政府可以

更有效地引导和支持企业数字化转型,共同构筑起政府促进企业技术创新的综合政策框架。
(一)数字化转型对两阶段技术创新的直接影响

企业内部的技术创新是新质生产力提升的重要来源,新质生产力以创新起主导作用,数字化转型带

来的技术创新与新质生产力的催生条件不谋而合。 基于创新价值链视角,数字化转型可能会促进企业

技术创新,产生赋能效应。 第一,就技术创新的基础研发阶段而言,数字技术在企业层面的应用可以降

低创新的风险和成本,促进区域内创新主体研发合作[8-9] ,鼓励协同创新[10] ,提高企业基于现有技术的

基础研发能力。 第二,就市场成果转化阶段而言,企业利用先进的数字技术识别和获取更多的网络资

源,打破信息孤岛,把握市场发展趋势和消费者需求,以更好地适应需求导向型创新转化[11] 。 第三,从
内部治理机制而言,数字技术的应用可以提升组织管理效率,有效降低交易成本,从而缓解技术创新活

动面临的成本约束;从外部治理机制而言,数字化转型缓解了外部利益相关者的信息不对称问题,降低

了代理成本,使其积极参与和协助企业可持续发展,进而推动了企业的技术创新。
然而,从负向效应逻辑梳理,对企业而言,数字化转型过程本身会挤占企业资金,产生机会成本,对

创新活动造成“挤出效应” [2] ;数字化技术应用,如驱动数据和管理数据带来的电力和能源消耗也可能

产生环境负面影响。 此外,数字化转型需要企业具备一定的数字技术认知度,然而在初始阶段,一些企

业对数字化转型仍缺乏充分的认识和理解,导致企业难以充分发掘其对技术创新的潜力[12] 。 基于以上

分析,本文提出假说 H1a:
H1a:数字化转型对技术创新会产生赋能效应,但长期来看,不同数字化程度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存

在非线性变化。
从价值链视角出发,在技术创新的基础研发阶段,主要包含设计、开发、“干中学”、测试等活动,专

利等中间产出;成果市场转化阶段则是从可持续发展角度开展技术改造、环保治理,通过进一步的产品

开发和实验、市场推广等活动,将第一阶段的中间产出转化为新产品销售收入和环境经济效益[5] 。 数字

化转型对于此两个阶段的影响也可能存在区别。 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说 H1b:
H1b:数字化转型对不同阶段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效应存在阶段异质性。
(二)政府治理在数字化转型促进技术创新过程中的调节作用

数字技术的变革和应用则要求企业利用内部要素禀赋特征和外部环境激发数据活力,提升技术创

新效率[13] 。 同时,从实践层面而言,基础研发阶段通常凝聚着更高的风险,因此,需要政府直接提供资

本和政策支持;而成果市场转化阶段则需要政府发挥催化剂的作用,通过政策引导和合作促进技术的商

业化转化与推广,政府多元治理在数字化转型对技术创新的两个阶段的作用过程中存在差异性。 因此,
本文从资本要素、硬件设施、规则意识三个维度探讨政府治理的调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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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资本要素:创新补贴

当前,在应对气候变化和环境可持续性方面需求日益增长的背景下,技术创新的高成本、市场认可

度不足以及技术成熟度等问题制约了其在市场上的推广和应用[14] 。 从资本要素角度而言,政府创新补

贴对企业技术创新起到了市场调节作用,通过直接或间接的经济激励措施,缓解企业进行技术创新时的

资金压力,引导企业在技术领域开展研发和创新活动。 另外,更具偏向性的研发激励,将引导研发资源

向领域倾斜,通过修正市场扭曲、优化研发资源配置,转变技术进步方向[15] 。 因此,提出如下假说:
H2a:政府创新补贴可强化数字化转型促进两阶段技术创新的作用。
2. 公共产品: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水平(“新基建”)
新基建作为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战略平台,为企业数字化转型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提供了必

要的支持,催生了大量的创新应用和产业形态[16] 。 具体来说,新基建可以为培育现代化创新体系提供

数字化和智能化支持,通过降低交易成本、提高管理效率和加快产业融合等手段,促进技术研发并提升

创新效率;此外,新基建加速了万物互联,促进了创新扩散与外溢。 但是,新基建具有公共物品的属性,
私人部门难以独立提供,因此需要政府主导完成。 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说:

H2b:新基建可强化数字化转型对两阶段技术创新的正向效应。
3. 规则意识:知识产权保护水平

创新活动存在着正外部性的特征,导致创新者面临着不公平竞争和知识流失的风险。 特别是在数字

化背景下,侵权成本更低,知识产权侵权在网络上更易发生,侵权方式更为隐蔽,创新主体的权益更难得到

有效保障。 知识产权保护力度越大,模仿者的模仿成本将会提高,各个主体的规则意识也会增强,侵权行

为的发生频率就会下降。 因此,政府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有助于提供商业化收益,给创新主体提供动态

激励和合理回报[17] ,创造良好的创新环境,并激发企业进行技术创新的活力。 由此,提出研究假设:
H2c: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可强化数字化转型对两阶段技术创新的正向效应。

二、计量模型、变量界定和数据说明

(一)变量界定

1. 被解释变量:两阶段技术创新效率(Green)
本研究将技术创新过程划分为基础研发(Green1)和成果转化(Green2)两个阶段,在刘鹏振等人研

究基础上[18] ,参考王亚飞等人对创新效率的测度[8] ,为不高估技术创新效率,本文进一步考虑非期望产

出,构建了企业两阶段技术创新过程图(图 1)。 本文采用 Tone[19]提出的基于松弛变量测度的非径向非

角度的网络 SBM 模型分别选取我国 30 个省份每个阶段的技术创新效率数据进行测算。 基础研发阶段

投入指标主要考虑人力资本和研发经费两方面因素。 由于目前统计方法的限制和技术创新活动本身具

有的效率提升和环境改善作用,难以将数字化转型中的创新人员和传统创新研发人员完全分离,因此本

文借鉴肖仁桥[5]等人的研究,用全时当量的研发经费、研发人员等变量代替研发经费和研发人员作为基

础研发阶段的投入指标。 考虑到与投入指标的对应,该阶段的产出变量选取拥有发明专利授权数和专

利申请量来测度。

图 1　 企业两阶段技术创新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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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转化阶段是企业将基础研发阶段的成果转化为市场收益和环境经济效益的过程[20] ,以体现技

术的市场价值。 因此,第二阶段的投入变量包括第一阶段的产出变量:专利申请数和拥有发明专利授权

数,这两个指标作为中间变量将基础研发和成果转化阶段联系起来,以体现两个阶段的传递性、关联性

和整体性。 除中间变量外,新产品开发费用、试验发展人员、试验发展经费、环保治理投入指标和技术改

造经费支出作为追加投入纳入成果转化阶段作为投入指标。 产出变量选取新产品销售额和环境综合指

数,以此来衡量基础研发阶段经过市场转化后给各个省份带来的绩效。
我国两阶段技术创新效率测算的均值变化过程见图 2,可以看出基础研发阶段效率不仅全程显著

低于成果转化阶段,而且在 2015 年出现明显下降。 而事实上 2015 年中国基础研究经费投入增幅分别

为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研究的 1. 8 倍和 2 倍,这一方面体现了基础研发具有周期长、见效慢的特点,也
反映了当前基础研发投入冗余和产出低效这一现状。 但是,从长远来看,基础研究是应用研究的基石,
后期效益将凸显,表现为成果转化效率从 2016 年开始小幅攀升。

图 2　 2011—2022 年中国两阶段技术创新效率均值变化过程

从四大区域来看,东部地区的基础研发效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且在多个年份位于全国首位(图 3),
这是因为东部地区的研发投入主要集中在前沿科技、高技术产业和新兴产业等领域,这种富有内涵的创

新产出,为基础研发提供了良好的资源禀赋。 而相较于基础研发阶段,成果市场转化阶段效率在四大地

区之间差距较小(图 4),这主要得益于市场一体化的建设,四大区域内的企业和投资机构可以跨地区进

行资金投入和资源整合,缩小了成果转化阶段效率的区域差距。

图 3　 2011—2022 年中国各地区基础研发阶段效率比较

·49·



图 4　 2011—2022 年中国各地区成果市场转化阶段效率比较

2. 核心解释变量:数字化转型(Szh)
参考吴非等[21]的做法,借助 Python 编程语言并结合文本分析法对中国 30 个省份 4912 家上市公司

2011—2022 年所有年报中特定关键词的词库进行文本识别、提取,对人工智能技术( Artificial
 

Intelli-
gence)、区块链技术(Blockchain)、云计算技术(Cloud

 

Computing)、大数据技术(Data)四个维度 99 个数

字化相关词频进行统计,并将 ABCD 四类基础数字技术运用扩展成为数字化转型的第五类技术,以表征

数字化程度。 由于这类数据通常呈现出典型的右偏性分布,本文对词频进行对数化处理,以更好地刻画

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整体指标。
3. 控制变量

参考已有文献[18] ,选取如下控制变量:对外开放程度(Open),各省实际外商直接投资额占 GDP 比

重;经济发展水平(Economic),各省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政府规模(Sale),各省政府财政支出占 GDP 的比

重;金融发展水平(Finance),各省年末机构存款;政府干预度( Intervention),各省政府财政支出与 GDP
比值。

4. 调节变量

资本要素:创新补贴(Subsidy)。 参考应千伟和何思怡的衡量方法[22] ,本文选取的创新补贴数据均

来自财务报表附注中财政补贴明细的披露。
公共产品: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发展水平(Xjj)。 参考王亚飞等人的方法[23] ,从信息基建、融合基建、

创新基建等三个方面测度新基建发展水平指数。
规则意识:知识产权保护水平(Knowledge)。 基于数据可得性以及能够更加全面地衡量知识产权保

护的原则,借鉴杨君等的研究[24] ,从执法角度构建知识产权保护指标,然后取对数来衡量地区知识产权

保护水平。
(二)模型设定

1. 基准模型:系统 GMM 方法

本文考察数字化转型对两阶段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并构建如下模型展开分析:
Greenit =α0 +α1Greenit-1 +α2Szhit+φControlit+μi+σt+εit (1)

其中,i 为省份,t 为年份,Greenit 为被解释变量两阶段技术创新效率,Greenit -1 为两阶段技术创新效率的

一阶滞后项,Szhit 为数字化转型指数,Controlit 为控制区域特征和企业特征的一系列控制变量,μi 和 σt

分为个体和时间固定效应,εit 表示随机误差项。 若 α1 >0,表明数字化转型有助于企业进行技术创新;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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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亦然。
2. 动态效应分析:广义倾向得分匹配模型(GPSM)
传统倾向得分匹配法只能获得样本平均处理效应,且只适用于二元选择变量,而广义倾向得分匹配

方法(Generalized
 

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GPSM),不仅突破了传统倾向得分匹配法必须是二元选择变

量的约束,同时还能够获得样本动态异质效应,在保留更多有效信息的前提下,进一步纠正样本自选偏

误问题[25] 。 依据 GPS 法得出的剂量反应函数(Dose
 

Response
 

Function)可以在给定处理变量(数字化转

型)和 GPS 值的情况下,描述不同连续处理水平(数字化转型)上对应结果(技术创新效率)的条件期

望,探究不同强度的数字化转型对两阶段技术创新的动态异质效应。 其步骤如下:首先,根据匹配变量

X,估计条件概率密度;然后,利用处理变量 T 构建结果变量 Y 的条件期望模型;最后,通过估计剂量反

应函数 ρ( t)得出结果,并估计出处理变量与结果变量的因果关系,同时呈现两者之间的剂量反应函数

图像。

ρ( t)= E[yi( t)] = 1
N

∑
n

i= 1
{α0 +α1 t+α2 t+……αi t} (2)

参考现有研究[26] ,本文选择对外开放程度、经济发展水平、政府规模、金融发展水平和政府干预度

作为匹配变量,并且控制了时间和地区,分析数字化转型对两阶段技术创新的影响。
3. 调节效应模型

为进一步考察政府治理的不同方面在数字化转型与两阶段技术创新效率关系中的调节作用,在式

(1)的基础上分别加入数字化转型与调节变量 M 的交互项,得到:
Greenit =α0 +α1Greenit-1 +α2Szhit∗Mitn+φControlit+μi+σt+εit (3)

其中,M 是不同的调节变量,分别表示创新补贴、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水平、知识产权保护水平。
(三)数据说明

本文选取 2011—2022 年中国 30 个省份(不包括西藏和港澳台地区)的数据作为样本,数据主要来

源于企业年报、国泰安 CSMAR 数据库、《中国统计年鉴》等,变量定义见表 1,描述性统计见表 2,相关变

量已进行对数化处理。
 

表 1　 各变量定义

变量名称 变量符号 定义

基础研发 Green1 作者测算

成果转化 Green2 作者测算

数字化转型 Szh 作者测算

创新补贴 Subsidy 采用公司研发投入与公司创新产出来衡量

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水平 Xjj 作者测算

知识产权保护水平 Knowledge
采用各地区知识产权侵权立案数除以总人口和地区律师人数除以

总人口两者取平均值后取对数

对外开放程度 Open 各省实际外商直接投资额占 GDP 比重

经济发展水平 Economic 各省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政府规模 Sale 各省政府财政支出占 GDP 的比重

金融发展水平 Finance 各省年末机构存款

政府干预度 Intervention 各省政府财政支出与 GDP 比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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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Green1 360 0. 523 0. 3 0. 100 1
Green2 360 0. 87 0. 193 0. 427 1
Szh 360 9. 069 7. 016 0. 111 37. 209

Subsidy 360 2. 906 0. 085 2. 557 3. 074
Xjj 360 0. 238 0. 198 0. 003 0. 971

Knowledge 360 0. 192 0. 64 -1. 049 2. 190
Open 360 3. 97 4. 407 0. 111 23. 970

Economic 360 10. 892 0. 437 9. 706 12. 013
Sale 360 6. 356 6. 231 0 25. 673

Finance 360 3. 393 1. 231 1. 518 8. 131
Intervention 360 0. 253 0. 106 0. 110 0. 643

三、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基准回归:系统 GMM 方法

表 3 为验证数字化转型对基础研发和成果转化阶段效应的系统 GMM 方法回归结果,所有回归中均

控制个体和时间层面的固定效应。 根据 Hansen 检验和自相关检验的结果,前文所设定的面板模型是合

理可靠的。
根据表 3 估计结果可知,数字化转型对技术创新的两个阶段均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假说 H1a 部分

得证。 但与成果转化阶段相比,数字化转型对基础研发阶段的系数较小,说明数字化转型在第二阶段的

促进作用更大,两个阶段存在异质性影响,假说 H1b 得证。 原因可能是数字化转型为企业提供了更广

泛的市场渠道,企业可以更快地进行产品设计、开发和测试,并与客户进行快速迭代循环,这种敏捷的迭

代过程可以更有效地满足市场需求,可以更有针对性地进行市场推广和品牌建设。
 

表 3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Green1 Green2
L. Green 0. 745∗∗∗(6. 91) 0. 865∗∗∗(3. 43)
Szh 0. 005∗∗∗(3. 12) 0. 014∗∗∗(2. 94)
Sale -0. 020∗∗∗( -4. 87) -0. 011( -0. 71)

Finance -0. 058∗∗( -2. 21) -0. 079∗( -1. 86)
Economic 0. 029(0. 45) -0. 190( -0. 98)
Open 0. 035∗∗∗(4. 13) 0. 025∗∗∗(2. 90)

Intervention 1. 061∗∗∗(3. 75) 0. 508(1. 10)
个体固定 控制 控制

时间固定 控制 控制

观测数目 330 330
AR(1) 0. 001 0. 033
AR(2) 0. 547 0. 723
Hansen 0. 870 0. 200

　 注:①10%、5%、1%的显著性水平分别用∗、∗∗、∗∗∗
 

表示,括号内为其 t 值;②AR(1)、AR(2)和 Hansen 检验分别提供检

验的 p 值;③L. Green 为被解释变量的滞后一期,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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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动态效应分析:GPSM 估计

上述基准回归只能获得平均效应,而相比于平均效应,数字化转型的动态效应在促进两阶段技术创新

中具有更重要的现实意义。 具体而言,采用 Fractional
 

Logit 模型来估计广义倾向得分,通过 GPSM 对样本

进行匹配。 在匹配过程中,要求满足平衡条件,确保各组样本之间协变量的平衡性,本文对相关协变量进

行了平衡性检验。 由检验结果可以看出,在经过 GPSM 匹配调整之后,大部分匹配变量的标准化偏差在匹

配后明显缩小,即处理组和对照组样本之间的差异已经被显著减小,表明选择的匹配变量和匹配方法是合

适的,即经过匹配后得到的估计结果是有效的。 进一步按照 10—100 的均匀弥合步长设定 TP 值,得到广

义倾向得分匹配的估计结果。 图 5、6 分别汇报了基于 GPSM 方法得到的数字化转型与基础研发和成果转

化效率的剂量反应函数。 图 5、6 横坐标为数字化转型变量,纵坐标分别为基础研发效率、成果转化效率,
两图中间的黑色实线为剂量反应曲线,黑色实线上下两条线分别为置信度为 95%的上下边界。

图 5 中,随着数字化转型水平的不断提高,第一阶段基础研发效率存在着近似先上升后下降再上升

的“N 型”关系,图像的第一个拐点出现在数字化转型程度位于 0. 08 附近,第二个拐点出现在数字化转

型程度位于 0. 23 附近。 图 6 中,数字化转型与第二阶段成果转化效率之间存在明显的“倒 U 型”关系,
当数字化转型程度在 0. 09 左右时,拐点出现。

由图 5 和图 6 可知,数字化转型对企业技术创新效率存在长期动态影响。 初始阶段,数字化转型可

以为技术创新带来便利和机遇,提升其研发效率和质量,促进技术的应用和推广;即技术创新效率的边

际效用随着数字化转型的深化而上升。 然而,当数字化转型积累到一定程度之后,数字化转型对技术创

新效率的边际效用下降。 而在第二阶段,只有当数字化转型积累到一定程度时,数字化对研发成果市场

转化的边际效用才能从下降转为上升。
两个图形平均剂量反应函数的中间黑色实线一直处在 95%的置信边界范围内,但随着数字化转型

程度的增大,置信区间会不断膨胀,其对企业两阶段技术创新效率将不满足统计意义上的显著性,出现

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是膨胀范围内样本较少,但并不影响数字化转型与企业基础研发效率间呈近似 N
型,并与成果转化效率间呈倒 U 型关系的结论。 这说明政府应该综合统筹数字化转型进程,避免过度

夸大数字化转型的促进作用,而是寻求合适的平衡,以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图 5　 数字化转型与基础研发效率的剂量反应 图 6　 数字化转型与成果转化效率的剂量反应

(三)内生性检验

考虑到可能受反向因果关系引起的内生性问题的影响,本文参考赵璨等[27] 的研究,选择企业所在

地区互联网上网人数的增长率( Internet)作为数字化转型的工具变量。 根据表 4 结果可以发现,过度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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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检验和弱工具变量检验表明本文选取的工具变量合理有效,数字化转型对技术创新效率的两个阶段

都产生了明显的增强效果,说明结果是可靠和稳健的。
 

表 4　 2SLS 检验

变量

工具变量 Internet
Szh Green1 Green2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第二阶段

Szh 0. 020∗∗(2. 53) 0. 022∗∗∗(3. 16)
Internet 0. 001∗∗∗(6. 07)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N 360 360 360
R2 0. 605 0. 422 0. 089

弱工具变量检验 F 值 263. 41 55. 54
过度识别检验 P 值 0. 000 0. 000

(四)稳健性检验

为使基准回归结果可靠,本文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稳健性检验。
1. 更换回归方法。 首先,使用 Tobit 模型对基准模型进行估计。 Tobit 模型相较于系统 GMM 模型在

处理存在截断或者被观测变量的情况下更为适用,因此,能够更准确地捕捉数字化转型对两阶段技术创

新效率的影响。 所有变量均通过相关性检验。 回归结果见表 5 所示。 数字化转型的估计系数对技术创

新效率的两个阶段仍然显著为正。
 

表 5　 Tobit 模型回归结果

解释变量 被解释变量 标准差 系数估计值 P 值

数字化转型(Szh) 基础研发(Green1) 0. 002 0. 006 0. 000
数字化转型(Szh) 成果转化(Green2) 0. 002 0. 006

 

3 0. 001

2. 替换解释变量。 参考赵宸宇等的研究[28] ,对数字技术应用、互联网商业模式、智能制造、现代信

息系统四个维度 99 个数字化相关词频进行统计,以重新表征数字化程度。 通过比较两种不同测算方法

得出的企业数字化转型指标,可以检验研究结果的一致性和可靠性。 回归结果见表 6 所示。 数字化转

型的估计系数对技术创新效率的两个阶段仍然显著为正,并且基础研发阶段的估计系数依然低于成果

转化阶段的估计系数。
 

表 6　 稳健性检验结果

变量 Green1 Green2
L. Green 0. 630∗∗∗(4. 27) 0. 510∗∗∗(1. 82)
Szh 0. 003∗∗∗(3. 05) 0. 010∗∗∗(3. 61)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个体固定 控制 控制

时间固定 控制 控制

观测数目 330 330
AR(1) 0. 001 0. 042
AR(2) 0. 430 0. 879
Hansen 0. 756 0. 841

(五)异质性分析

1. 数字人才储备规模异质性

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数字人才必不可少,这是企业突破创新资源禀赋的关键。 本文参考孙黎和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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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聪[29] 等的研究,使用信息传输和软件业从业人员规模来衡量数字人才储备规模,并依据数字人才储

备规模的高低进行两分位处理,结果如表 7 所示。 显然,无论在技术创新的第一阶段还是第二阶段,数
字化转型在数字人才储备规模水平较高的省份中,对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更大。

2. 数字技术服务水平异质性

数字技术服务水平的高低直接关系到一个企业在数字经济时代中的创新竞争力和发展潜力。 参考

孙黎和许唯聪等的研究[29] ,通过使用高技术产品出口占总出口的比重和地区软件业务收入两个指标,
利用熵值法测算得出地区数字技术服务水平,并依据数字技术服务水平的高低进行两分位处理,结果如

表 7 所示。 可知无论是技术创新的第一阶段还是第二阶段,在数字技术服务水平较低的省份,数字化转

型对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更大。
 

表 7　 异质性分析

变量

Green1 Green2 Green1 Green2

数字人才储备规模 数字人才储备规模 数字技术服务水平 数字技术服务水平

高 低 高 低 高 低 高 低

L. Green
0. 701

(1. 54)
0. 976∗∗∗

(5. 19)
0. 303

(1. 01)
0. 563

(0. 86)
0. 155

(0. 89)
0. 786∗∗∗

(3. 58)
0. 612∗∗

(2. 58)
0. 961∗∗

(2. 38)

Szh
0. 025∗

(1. 94)
0. 003

(0. 79)
0. 030∗

(1. 88)
0. 001

(0. 10)
0. 016

(1. 61)
0. 013∗

(1. 79)
0. 002

(0. 37)
0. 058∗

(1. 97)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个体固定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固定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数目 159 156 159 156 162 160 162 160

AR(1) 0. 060 0. 017 0. 040 0. 045 0. 041 0. 066 0. 056 0. 061

AR(2) 0. 261 0. 695 0. 117 0. 320 0. 421 0. 618 0. 451 0. 831

Hansen 0. 901 0. 976 0. 890 0. 199 0. 921 0. 482 0. 782 0. 974

(六)政府治理的调节机制检验

1. 资本要素:创新补贴

根据表 8 可以发现,成果转化阶段的显著性高于基础研发阶段,原因可能在于,基础研发的所有过

程从科学基础研究到研究开发都需要比较长的时间投入,同时基础研发面临较高的不确定性。 此外,创
新补贴对第二阶段的影响更为显著可能是由于创新补贴样本来自上市公司,而我国区域基础研发阶段

的主体更多可能为科研机构和高校等,所以在本文的样本下实证结果显示创新补贴对第一阶段的影响

较为有限。
2. 公共产品:新基建水平

如表 8 所示,新基建与数字化转型交互项的估计系数在两个阶段均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 而新

基建可以提升基础研发的硬件条件和外部环境,有利于信息、技术、大数据等研发资源的流动和资源再

配置,为企业研发提供良好的公共产品,导致交互项在第一阶段的系数高于第二阶段。
3. 规则意识:知识产权保护水平

如表 8 所示,数字化转型与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的交互项系数在两个阶段均显著为正,原因在于它为

创新企业提供了稳定的法律保障和经济激励,提高了企业的规则意识,保护和促进了企业的技术创新动

力。 然而,第一阶段的系数绝对值和显著性均高于第二阶段,可能是因为第一阶段的产出为专利申请数

和拥有发明专利授权数,这正是知识产权保护的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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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机制检验结果

变量
创新补贴 新基建水平 知识产权保护水平

Green1 Green2 Green1 Green2 Green1 Green2

L. Green
0. 584∗∗∗

(4. 80)
0. 846∗∗∗

(5. 35)
0. 663∗∗∗

(4. 33)
0. 409∗∗∗

(4. 97)
0. 810∗∗∗

(5. 84)
0. 523∗∗

(2. 54)

c_机制变量∗c_Szh
0. 087∗∗

(3. 16)
0. 004∗∗∗

(4. 08)
0. 061∗∗∗

(3. 42)
0. 020∗∗∗

(2. 84)
0. 015∗∗∗

(3. 58)
0. 004∗

(1. 97)

c_机制变量
0. 790

(0. 77)
-0. 096∗∗∗

( -3. 61)

-0. 591
( -1. 66)

-0. 206
( -0. 97)

0. 232
(1. 49)

-0. 086

c_Szh
0. 004

(0. 91)
0. 001

(0. 48)
0. 005

(1. 28)
0. 002

(0. 41)
-0. 002

( -0. 57)
-0. 002

( -0. 89)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个体固定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固定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数目 330 330 330 330 330 330

AR(1) 0. 001 0. 030 0. 005 0. 023 0. 002 0. 037

AR(2) 0. 481 0. 808 0. 452 0. 977 0. 174 0. 826

Hansen 0. 986 0. 628 0. 501 0. 846 0. 778 0. 149

四、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通过 DEA-SBM 模型分别测算了 2011—2022 年基础研发和成果转化阶段的技术创新效率。
在理论阐释的基础上,基于系统 GMM 和 GPSM 估计方法,考察了数字化转型对两阶段技术创新的影响

和异质性效应。 研究表明:第一,数字化转型对技术创新的两个阶段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尤其在成果

市场转化阶段更为显著;第二,基于 GPSM 分析发现,数字化转型在基础研发阶段的影响效应上呈现近

似先上升后下降再上升的“N 型”关系,在成果转化阶段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倒 U 型”关系;第三,数字

化转型通过创新补贴和知识产权保护等政府治理机制显著促进了企业两阶段技术创新,但两个阶段的

作用存在差异。 基于上述结论,本文提出如下建议:
第一,企业应积极拥抱数字化转型,以促进新质生产力的培育和发展,实现创新驱动的增长模式。

企业可以通过深化数字技术在各个环节的应用,构建智能化的分析与决策系统,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和

流程的高效管理。 同时,企业必须深刻认识到新质生产力的核心地位,这种生产力的培育和提升是企业

持续竞争力的关键。 新质生产力的内涵远不止于技术创新本身,它更是一种综合创新能力,包括但不限

于管理创新、商业模式创新以及文化创新等,通过多维度的创新,企业能够更好地适应市场变化,引领行

业发展,最终实现可持续的竞争优势和长期价值创造。
第二,企业在数字化转型中应注重技术创新效率的持续优化,确保技术进步与转型策略相协调,以

实现长期的可持续发展。 在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应综合考虑企业技术创新效率的长期动态影

响。 随着数字化转型程度的增加,对企业两阶段技术创新效率的促进作用存在一定局限性,且在达到一

定程度后可能出现边际效用下降问题。 因此,政府应引导企业合理规划数字化转型进程,避免过度夸大

数字化转型的促进作用,帮助企业识别数字化转型的最优路径,确保数字化转型与企业资源和能力相

匹配。
第三,政府应通过精准的政策支持和资源配置,激发企业在数字化转型中的创新活力,推动新质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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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力的全面提升。 首先,政府应该制定更加具体、明确的创新补贴政策,鼓励企业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

加大对技术创新的投入,同时加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为企业提供一个更优的技术研发和成果转化环

境。 其次,政府需要加强知识产权渠道的保护和规范,确保技术创新有一个良好的法律保障。 最后,也
是最为关键的是,政府与企业应共同探索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路径,通过政策引导和资源配置,促进企业

资源节约和环保优先的发展模式,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和社会的全面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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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the
 

era
 

of
 

digital
 

economy,
 

how
 

enterprises
 

achieve
 

leapfrog
 

development
 

through
 

the
 

deep
 

inte-
gration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has
 

become
 

a
 

key
 

driving
 

force
 

to
 

promote
 

the
 

for-
mation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and
 

promote
 

high-quality
 

economic
 

growth.
 

Based
 

on
 

the
 

data
 

of
 

30
 

prov-
inces

 

in
 

China
 

from
 

2011
 

to
 

2022,
 

this
 

paper
 

empirically
 

tests
 

the
 

impact
 

of
 

enterpris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by
 

measuring
 

enterpris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index
 

and
 

two-stage
 

technological
 

inno-
vation

 

efficiency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innovation
 

value
 

chain.
 

On
 

the
 

basis
 

of
 

the
 

theoretical
 

explanation
 

of
 

its
 

influence
 

and
 

mechanism,
 

the
 

multi-dimensional
 

influence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n
 

the
 

efficiency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s
 

further
 

discuss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Digital
 

transformation
 

significantly
 

im-
proves

 

the
 

efficiency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especially
 

in
 

the
 

transformation
 

stage
 

of
 

the
 

result
 

market.
 

(2)
 

The
 

influence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efficiency
 

at
 

different
 

stages
 

presents
 

different
 

trends.
 

The
 

basic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stage
 

presents
 

an
 

“N-shaped”
 

relationship,
 

while
 

the
 

re-
sults

 

transformation
 

stage
 

presents
 

an
 

“ inverted
 

U-shaped”
 

relationship.
 

(3)
 

Considering
 

the
 

externality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this
 

paper
 

deeply
 

analyzes
 

the
 

governance
 

methods
 

and
 

means
 

that
 

the
 

government
 

can
 

adopt
 

in
 

different
 

stages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from
 

three
 

dimensions:
 

cap-
ital

 

elements,
 

public
 

goods
 

and
 

awareness
 

of
 

rules. Overall,
 

the
 

research
 

offers
 

both
 

theoretical
 

insights
 

and
 

empirical
 

evidence
 

to
 

enhance
 

the
 

impact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efficiency.
 

It
 

al-
so

 

suggests
 

a
 

policy
 

mix
 

as
 

a
 

suitable
 

approach
 

to
 

addressing
 

the
 

externality
 

issues
 

faced
 

by
 

firms
 

in
 

technologi-
cal

 

in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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